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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岁儿童抑郁与认知重评的关系： 

悲伤面孔注意偏向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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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 大连 116029) (2宁波大学心理学系暨研究所 , 宁波 315211) 

摘  要  探讨 8~12 岁学龄儿童抑郁与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1 采用问卷法和行为实验

法分别考察儿童抑郁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倾向和使用能力的作用; 研究 2 结合眼动技术考察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

在儿童抑郁和认知重评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 抑郁与儿童认知重评使用倾向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2) 抑

郁对儿童负性情绪向下调节的重评效果有显著影响; (3) 悲伤面孔注意解除困难在抑郁与认知重评使用倾向之间

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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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 特定心理问题会在特定年

龄段出现。抑郁通常发生在儿童学龄期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5)。学龄儿童抑郁指在日常

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较为持久、相对稳定的无愉

快、悲伤、痛苦等负性情绪体验(刘凤瑜, 1997)。此

阶段的抑郁会严重影响儿童认知、情感等各方面功

能的正常发展(Beniwal et al., 2016), 甚至存在进一

步发展为临床障碍的风险(苏志强 等, 2018)。我国

学龄儿童近 10年抑郁阳性检出率为 10% ~ 33% (杨

娅娟 等, 2010; 刘士儒, 苗瑞菁, 2018), 且呈现逐

渐升高趋势。吴俊兰和袁萍(2020)的调查研究发现

小学生抑郁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6~9 岁

各年龄组儿童的抑郁检出率在 8%左右, 10 岁组升

高至 10.86%, 11 岁及以上组高达 16.47%。中高年

级小学生正处于童年期向青春期的过渡时期, 经历

着大脑和身体的快速发育 , “独立意识”逐渐形成 , 

情绪波动起伏大, 诸多矛盾和挑战使其更易产生抑

郁等情绪问题(Mulud et al., 2019; Thapar et al., 

2012)。鉴于抑郁在该年龄段儿童群体中的首发性

以及对后续发展影响的严重性, 我们有必要对其抑

郁相关问题广泛开展研究, 以了解抑郁儿童的特点, 

进而促进其健康发展。 

抑郁的核心特征之一为情绪失调(赵参参 等, 

2017)。这不仅是抑郁症患者的明显特征(Joormann 

& Gotlib, 2010), 健康群体的抑郁情绪也会影响个

体的情绪调节(李红娟 等, 2019), 主要表现在适应

性策略(如认知重评)使用的减少和非适应性策略

(如表达抑制)使用的增多(张少华 等, 2020)。情绪

调节策略是儿童情绪能力发展的核心成分, 学龄前

期儿童逐渐掌握更多更高级的策略, 也逐渐向在没

有成人的支持下自发地进行情绪调节发展(孟祥蕊 

等, 2020); 童年期儿童的情绪调节发展迅速, 更成

熟的认知能力、情绪识别能力、反思等能够使 8~12

岁学龄阶段儿童使用更有效的策略以调节自身情

绪(Melero et al., 2020)。随着发展, 儿童更倾向于采

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Liu et al., 2019)。其中, 认知

重评是应用最广泛且有效的适应性策略 (Gross, 

1998), 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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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其长期的负面情绪、增强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

意度(刘文 等, 2020)。虽然以往研究表明 8 岁儿童

已能有效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但与成人成熟的情绪

调节能力相比, 学龄儿童还处于与重评相关的大脑

认知功能仍在发展的时期, 认知重评能力发展尚不

稳定(Bunge & Wright, 2007; Liu et al., 2019)。因此, 

对 8~12 岁中高年级小学生认知重评策略的关注将

有助于及早发现抑郁儿童积极发展方面的不足, 从

而为降低其后续不良发展风险的干预研究提供一

定的支持。 

此外, 个体的认知与其抑郁、情绪调节策略关

系密切。抑郁的另一特征是负性认知偏向, 而认知

也是情绪调节的主要途径(Joormann & D’Avanzato, 

2014)。虽然以往研究探讨了抑郁与情绪调节策略

之间的关系, 但将认知偏向作为抑郁和情绪调节策

略作用机制的研究甚少。故本文将基于抑郁的认知

理论 (Beck, 1967)以及情绪调节过程模型 (Gross, 

1998), 进一步检验认知偏向因素在 8~12 岁儿童抑

郁与认知重评间的作用。 

1.1  抑郁与认知重评的关系 

抑郁个体普遍表现出不愉快情绪, 特别是悲伤, 

这部分归因于情绪调节困难(Millgram et al., 2015)。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情绪的发生时间、类型、体验

和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Gross, 1998), 主要包括个

体对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和应用。在众多策略中 , 

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最常见、最有价值的(Gross, 

1998)。认知重评指个体从认知上改变对情绪诱发

情景的理解, 从而改变情绪体验; 表达抑制指个体

对当前情绪表达行为进行抑制。相较于表达抑制 , 

认知重评发生在情绪产生过程的早期, 并在情绪反

应倾向完全产生之前进行干预, 能够有效改变后续

的情绪轨迹; 而表达抑制虽能有效控制、减少个体

情绪行为的表达 , 但不能减少情绪体验的频率

(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策略应用的有效性

和适应性由此可见。 

情绪调节由个体对刺激做出情绪反应的倾向

和调节情绪的能力共同产生 (Dennis & Hajcak, 

2009)。对抑郁个体的情绪调节研究一方面采用问

卷法进行特质测量, 以评估个体日常生活中某情绪

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使用倾向, 另一方面采用行

为实验法, 以检验某特定策略使用的能力或有效性

(Quigley & Dobson, 2014)。具体到认知重评, 重评

倾向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重评策略的频繁程

度和倾向性, 而重评能力指个体成功采用重评策略

对情绪进行调节的实际能力(McRae et al., 2012)。

McRae 等研究者(2012)首次探索了成人群体认知重

评策略使用倾向和使用能力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虽然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 , 但不是完全重叠的构

念。也就是说, 经常使用认知重评的个体, 重评能

力不一定好; 而较少使用重评的个体, 重评能力可

能也很强, 使用重评进行情绪调节后的效果可能很

好。因此, 有必要从这两大方面更加细致地探讨抑

郁与学龄儿童认知重评的关系。 

关于认知重评使用倾向, 以往研究一致发现抑

郁症患者或抑郁量表高分者, 均会比非抑郁个体更

少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Visted et al., 2018)。这可能

因为抑郁个体加工负性情绪刺激的能力受损, 更多

地使用反刍策略、对刺激进行重评较困难, 进而导

致个体习惯性地使用认知重评的可能性较小, 故而

其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频率较低(D’Avanzato et al., 

2013)。早期研究多从类别视角探讨临床抑郁组与

控制组在情绪调节使用上的差异; 而近年来更倾向

于谱系视角研究, 关注抑郁连续性的变化和影响。

如张少华等(2020)发现青少年抑郁症状越多, 在日

常生活中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越少, 但该研究仍进行

的是组间分析; Melero 等(2020)采用认知情绪调节

策略问卷的研究发现抑郁水平越高的 8~12 岁学龄

儿童, 使用积极重评策略的可能性越小。基于此 , 

我们推测抑郁水平越高的学龄儿童可能在日常生

活中更少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进行情绪的调节。 

关于认知重评使用能力, 抑郁个体表现为对情

绪的认知重评功能受损(王晓霞 等, 2015)。研究者

认为抑郁个体非适应性策略的使用(特别是反刍)可

能减少了其成功进行重评所需的认知控制, 从而使

其更难以有效使用认知重评 (D’Avanzato et al., 

2013)。Greening 等(2014)发现无论是增强积极情绪

还是降低消极情绪, 健康控制组都比重症抑郁组能

够更加有效地通过指导对情绪进行调节; Belden 等

(2015)的 fMRI 研究发现, 在指导儿童使用认知重

评实验中, 患有抑郁症的儿童在许多脑区表现出与

健康学龄儿童相似的神经反应, 仅在左额下回存在

显著差异。然而, 王晓霞等(2015)的行为研究发现

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在指导下均能有效使用

认知重评增强或减弱正性情绪。可能由于实验范

式、被试群体特征等方面的差异, 抑郁是否会影响

个体认知重评使用能力这一问题尚无定论。 

已有调查研究(Cole et al., 2009)发现, 学龄前

儿童已能够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来调节自身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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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已有效捕捉儿童使用认知

重评的效果。从童年早期到中期, 儿童使用认知重

评的能力处于迅速发展中。随着进入童年中期(大

约 8 岁), 儿童便能越来越有效地使用认知重评调

节情绪、减少对情绪刺激的生理反应(DeCicco et al., 

2014)。为了降低任务难度(DeCicco et al., 2014), 本

研究根据以往儿童群体认知重评使用能力的研究

(DeCicco et al., 2012; Liu et al., 2019), 采用定向重

评范式以考察 8~12 岁学龄儿童抑郁对其认知重评

使用效果的影响。虽然以往学者从行为、脑电等多

层面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 

而且少有研究考察在小学生群体中抑郁和认知重

评的关系。基于此 ,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8~12 岁儿童抑郁与认知重评使用倾向之间存在负

相关, 儿童抑郁水平越低越倾向于采用认知重评策

略调节情绪; (H2) 8~12 岁儿童抑郁水平对认知重

评使用能力有消极影响, 具体表现为高抑郁水平儿

童的重评效果比低抑郁水平儿童更差。 

此外, 认知偏向是抑郁个体的特征, 而认知过

程的个体差异可能是情绪调节困难的基础(Joormann 

& D’Avanzato, 2014), 那么认知偏向是否会作为一

个中介因素在个体抑郁和认知重评的关系中起作

用呢？ 

1.2  抑郁与认知重评：注意偏向的中介作用  

目前研究表明,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抑

郁症状、认知偏向均密切相关(LeMoult & Gotlib, 

2019), 且与抑郁相关的基本认知过程(如注意)可能

干扰个体适应性策略的使用(Joormann & D’Avanzato, 

2014), 但尚未有研究探究抑郁是否会通过认知偏

向影响个体认知重评的使用倾向或有效性。 

1.2.1  抑郁的认知理论视角：抑郁与注意偏向 

根据认知理论, 抑郁个体在遗传和早期创伤经

验的基础上形成消极认知图式, 使其产生抑郁信念, 

即悲观地看待自己、周围世界和未来; 该图式由与

其效价一致的情境激活, 消极自动思维会增强后续

信息处理时在注意、评估等方面的负性认知偏向

(Beck & Bredemeier, 2016)。在诸多认知因素中, 注

意是认知过程的第一步, 是个体加工外界刺激的首

要环节(戴琴, 冯正直, 2008), 这决定了注意偏向在

抑郁相关的负性认知偏向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以往研究发现抑郁程度的不同造成了注意偏向

行为的差异(刘和珺, 杨海波, 2019)。对抑郁个体来

说, 在对外界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时会更容易受自

身消极图式的影响, 由于负性信息自下而上的刺激

驱动, 个体从而更偏向于注意与其心境一致的负性

情绪信息(Beck, 1976)。研究已证实, 抑郁对情绪刺

激的注意不存在高度敏感性, 而是表现为对情绪一

致刺激的注意解除困难, 导致对情绪刺激的持续处

理(Joormann & D’Avanzato, 2014)。抑郁成人、儿童

群体都存在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 尤其表现出悲

伤特异性的偏向, 是悲伤情绪的结果(Grossheinrich 

et al., 2018), 且这一偏向效应出现在刺激呈现 1000 ms

及更长时间的研究中(Hankin et al., 2010)。这可能

是因为抑郁者的注意往往指向内部, 因此, 对外界

刺激所唤起的情绪体验强度会较低, 但刺激如果呈

现足够长的时间, 将能够使个体进一步持续加工情

绪一致的信息, 使其难以将注意从刺激上转移。 

Duque 和 Vazquez (2015)对临床抑郁成人的研

究发现在刺激面孔对呈现 3500 ms 的情况下, 相比

于健康组, 抑郁组对悲伤面孔表现出更长的首次注

视持续时间和总注视时间, 而在初始定向上不存在

群体差异。尽管儿童、青少年研究也表现出抑郁个

体对悲伤面孔的注意偏向 , 但偏向的方向尚未明

确。如, Hankin 等(2010)对从社区招募的儿童青少

年进行访谈确定抑郁组和健康组, 并考察他们在情

绪面孔对呈现 1000 ms 条件下的注意偏向, 发现抑

郁组儿童青少年对悲伤面孔表现出选择性注意 ; 

Grossheinrich等(2018)对 6~12岁儿童进行悲伤情绪

的诱发后, 发现儿童表现出对悲伤情绪面孔的注意

偏向。然而, Harrison 和 Gibb (2014)对 8~14 岁儿童

的长时注意偏向研究表明, 患有抑郁症组儿童比非

抑郁组儿童对快乐面孔的持续注意时间更长、对悲

伤面孔的持续注意时间更短。基于抑郁的认知理论

以及以往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的结论, 本研究假设

(H3)：8~12 岁学龄儿童抑郁与对情绪一致刺激的注

意解除困难成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2.2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视角：抑郁相关的注意偏

向与认知重评 

行为及神经生理研究均证实, 注意是认知重评

的作用机制之一(Manera et al., 2014)。Gross (1998)

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也提出, 注意成分也位于认知

改变成分之前。此模型按时间顺序将情绪调节分成

了五个独立的部分, 即情景选择、情景修正、注意

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调整。其中, 认知改变成分

中的认知重评策略尤其受到重视。Joormann 和

D’Avanzato (2014)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将抑郁相关的

注意偏向与情绪调节策略联系起来(如图 1), 认为

最简单有效的情绪调节方法是忽略引起情绪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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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抑郁相关的注意偏向与情绪调节策略间的关系  

 

索, 或者即使情绪线索引起了最初的注意, 但要迅

速解除并重新定向。 

然而, 丰富的研究证据表明抑郁使个体存在悲

伤特异性注意偏向(Hankin et al., 2010), 表现出对

负性信息的注意难以解除(韩冰雪 等, 2020)。抑郁

个体对情绪一致刺激的这种自动注意偏向(注意解

除困难)将会导致其难以策略性地分配注意, 从而进

一步增加了无法改变当前评价的可能性(Joormann 

& D’Avanzato, 2014)。针对儿童的研究还提出, 令人

不悦的情绪刺激可能会高度引起儿童的注意, 这会

使得儿童难以运用认知重评进行情绪的调节(DeCicco 

et al., 2014)。基于上文的分析, 本研究假设(H4)：

8~12 岁儿童抑郁可能通过负性刺激注意偏向的中

介作用进而影响其认知重评情绪策略的使用。 

1.3  当前研究 

综上, 本研究拟整合抑郁认知理论和情绪调节

过程模型, 探究 8~12 岁学龄儿童抑郁与认知重评

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这不仅有助于我

们了解抑郁对健康学龄儿童群体注意、适应性情绪

调节的影响, 对该年龄段儿童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

策略的干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具体来说, 本研究拟开展两部分研究：研究 1

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 从使用倾向和能力两个方面

更全面地考察抑郁与学龄儿童认知重评的关系; 研

究 2 采用眼动技术测量儿童的注意偏向, 考察情绪

性刺激注意偏向在抑郁和认知重评关系中的作用 , 

明确注意偏向是否在儿童抑郁分别与认知重评使

用倾向、使用能力的关系中都发挥其机制作用。查

阅以往文献可知, 抑郁和焦虑情绪往往不是单独发

生, 而经常会同时出现(Merikangas et al., 2009), 且

对本研究中其他变量均存在一定影响, 故对其予以

测量, 在统计时作为控制变量加以处理。 

2  研究 1：8~12 岁儿童抑郁与认知
重评 

2.1  研究 1a：抑郁对认知重评使用倾向的作用 

2.1.1  被试 

随机选取某市某小学, 采用整群取样法以班级

为单位抽取 504 名 8~12 岁学龄儿童发放问卷, 剔

除填写问卷无效被试 43 名, 最终有效被试 461 名, 

问卷回收的有效率为 91.47%。其中, 男生 242 名

(52.5%), 女生 219 名(47.5%)。平均年龄为 10.09 岁

(SD = 1.21)。 

2.1.2  研究工具 

儿童抑郁测量  采用由 Kovacs (1985)编制、吴

文峰等人(2010)修订的儿童抑郁量表, 该量表广泛

应用于测量 7~17 岁儿童的抑郁情绪, 具有较高的

信效度。该量表总包含 27 个题、5 个子量表, 分别

是快感缺乏、负性情绪、低自尊、低效感和人际问

题。采用 0~2 三级计分方式, 量表总分越高, 代表

个体的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按照《心理学专业人

员伦理准则》中的要求, 删除量表中的有关自杀意

向的一个题, 用其余 26 个项目的平均分代替该项

目得分(陈亮 等, 2015)。其中, 反向计分题目均在

数据分析时进行统一处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验证

性因子分析结果为：
2
/df = 3.01, CFI = 0.90, IFI = 

0.90, GFI = 0.87, RMSEA = 0.07, 表明结构效度较

好; 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6。 

儿童认知重评使用倾向测量  采用 Gullone 和

Taffe (2012)在 ERQ 的基础上发展而成、陈亮等人

(2016)修订的适用于我国中高年级小学生的儿童青

少年情绪调节问卷。该问卷评估个体的两种情绪调

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 其中 6 个题项反映

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倾向, 4 个题项反映表达抑制

策略的使用倾向, 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从“完全不

同意”到“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表明儿童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相应的情绪调节策略越多。该问卷两维度

各自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重测信度均大于 0.70, 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认知重评分量表, 验

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2
/df = 2.84, CFI = 0.97, IFI = 

0.97, GFI = 0.98, RMSEA = 0.06, 表明结构效度良

好; 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3。 

儿童焦虑测量  采用由 Birmaher 等(1997)编

制、王凯等(2002)修订的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

表(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 SCARED)测量儿童的焦虑水平。量表共

41 题, 采用 0~2 三级计分方式(0 表示“没有”, 1 表

示“有时有”, 2 表示“经常有”)。该量表在国内得到

了广泛运用, 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进行的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

效度, 
2
/df = 1.84, CFI = 0.86, IFI = 0.86, GFI = 0.88, 

RMSEA = 0.04;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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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系数为 0.91。 

2.1.3  研究程序 

在征得学校教管部门批准后, 由受过专门培训

的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 辅以班主任老师的积极

配合, 本着自愿、保密性及真实性等原则, 以班级

为单位向儿童发放问卷进行团体施测, 作答完毕后

当场收回全部问卷。使用 Excel 和 SPSS 软件对数

据进行管理及统计分析, 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相

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2.1.4  结果与分析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该研究数据全部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 可能会

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虽在施测过程中进行了控

制, 但为了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将进一步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统计控制。结果显示, 共提

取了 8 个因子, 特征根均大于 1, 首因子的解释率

为 21.48%, 小于临界值 40%, 即表明本研究数据不

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描述统计与关系分析 

对主要变量得分进行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结

果如表 1, 抑郁、焦虑与儿童的认知重评使用倾向

显著负相关, 抑郁与焦虑显著正相关。此后, 将性

别、年龄和焦虑作为控制变量, 对儿童抑郁和认知

重评使用倾向进行偏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二者间仍

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24, p < 0.001)。 

为进一步检验抑郁与儿童认知重评使用倾向

的关系,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将性别、年龄与焦

虑作为控制变量, 以认知重评使用倾向得分为结果

变量, 以抑郁得分为预测变量做线性回归分析, 回

归结果如表 2, 当控制了性别、年龄和焦虑后, 抑郁

对儿童认知重评使用倾向的回归系数显著。 

2.1.5  讨论 

研究 1a 通过问卷法对 8~12 岁儿童的抑郁和认

知重评使用倾向进行测量分析后发现, 抑郁与个体

认知重评使用倾向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一般学

龄儿童群体中再次得到了验证, 抑郁水平越高的儿

童 , 日常生活中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频率可能越

低。这说明一般学龄儿童群体的抑郁症状可能影响

其情绪调节, 至少在认知重评策略的日常使用上会

存在困难。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不仅包括日常使用

倾向, 还包括使用能力这一方面。那么, 一般儿童群

体的抑郁水平对其使用认知重评能力的影响如何？ 

2.2  研究 1b: 抑郁对认知重评使用能力的影响  

2.2.1  被试 

首先, 根据抑郁总分 ≥ 19 分为疑似抑郁(周

慧鸣 等, 2015)、焦虑总分 < 23 分为没有焦虑障碍

(王凯 等, 2002)的标准, 从研究一中筛选出 43 名

8~12 岁儿童作为高抑郁组, 同时, 从抑郁总分最小

值端筛选出与高抑郁组焦虑水平相匹配的 43 名儿

童作为低抑郁组。排除请假、难以理解指导语导致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N = 461) 

变量 M SD 1 2 3 4 

1 性别 — — 1    

2 年龄 10.09 1.21 –0.02 1   

3 抑郁 13.79 8.44 –0.13** –0.03 1  

4 认知重评使用倾向 30.15 6.92 0.04 –0.10* –0.27*** 1 

5 焦虑 22.19 13.14 0.08 0.05 0.51*** –0.12*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下同 

 

表 2  抑郁对认知重评使用倾向作用的线性回归结果(N = 461) 

模型 预测变量 
回归系数显著性 整体拟合指标 

Beta t R R2 ∆ R2 

模型 1 性别 0.04 0.94 0.16 0.026  

 年龄 –0.10 –2.21*    

 焦虑 –0.13 –2.70**    

模型 2 性别 –0.01 –0.13 0.29 0.084 0.058*** 

 年龄 –0.10 –2.32*    

 焦虑 0.02 0.46    

 抑郁 −0.29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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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无效的被试 10人, 最终共 76名有效被试(男生

45 名), 平均年龄为 9.92 岁(SD = 1.14)。两组被试

基本信息如表 3。差异检验表明, 两组被试的抑郁

水平存在显著差异(t(74) = 27.15, p < 0.001), 而焦

虑水平差异不显著(t(74) = –0.49, p = 0.623); 且两组

被试的性别(
2
(1) = 2.09, p = 0.149)和年龄(t(74) = 

–1.17, p = 0.245)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3  高、低抑郁组被试基本信息(N = 76) 

分组 
各组平均 

年龄 M (SD) 

总人数 

(男/女) 

抑郁得分 

M (SD) 

焦虑得分 

M (SD) 

高抑郁组 9.77 (1.05) 37 (25/12) 23.84 (3.92) 14.60 (6.40) 

低抑郁组 10.07 (1.22) 39 (20/19) 3.81 (2.35) 15.30 (5.84) 

t 或 2 –1.17 3.88 27.15*** –0.49 

注：*** p < 0.001。 

 

2.2.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 (抑郁水平：高、低)  2 (调节类型：

正性向上调节、负性向下调节)两因素混合实验设

计。“正性向上调节”即在指导下让被试通过认知重

评的方式增强正性情绪, “负性向下调节”即在指导

下让被试通过认知重评的方式减弱负性情绪。按照

情绪反应–调节任务范式, 本实验需设置两种刺激

条件：一种是观看条件, 包含正性观看、中性观看、

负性观看三个水平, 被试只需要观看图片并评价自

身的情绪强烈程度(即唤醒度); 一种是调节条件 , 

包含正性向上调节和负性向下调节两个水平, 被试

需要根据提示词进行反应后评价自身的情绪强烈

程度。采用情绪调节效应考察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

使用效果(桑标, 邓欣媚, 2014), 需根据被试分别在

观看和调节条件下的唤醒度进行计算得到。情绪调

节效应反映了个体情绪调节目标的实现程度, 是理

解和干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较具适应性和实践意

义的指标。抑郁水平为被试间变量, 调节类型为被

试内变量, 认知重评效应为因变量。 

2.2.3  实验材料 

根据以往的儿童研究(DeCicco et al., 2014), 在

国际情绪图片库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选取正性、负性、中性图片各 25 张, 

在正式实验前, 随机选取 27 名 8~12 岁儿童对图片

材料进行效价和唤醒度的评估。最终选取正、中、

负性图片各 15 张, 三种效价的图片之间效价差异

显著, F(2, 28) = 206.51, p < 0.001, η
2
 = 0.94; 唤醒

度差异显著, F(2, 28) = 181.63, p < 0.001, η
2
 = 0.93; 

正性、负性图片分别与中性图片的唤醒度差异显著

(p < 0.001), 而正性与负性图片的唤醒度差异不显

著(p > 0.05)。 

2.2.4  实验程序 

研究采用情绪反应−调节图片任务测量被试情

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效应, 即通过指导语“重评”指导

被试主动改变对图片刺激的解释, 进而实现情绪调

节的目的。该任务广泛用于儿童青少年及成人的测

量 , 是情绪调节研究领域内较为经典及常用的范

式。为确保儿童可以按照实验目的进行准确的重评

调节, 在正式实验开始前给儿童讲解实验流程和注

意事项, 儿童充分理解后, 进行正式实验。 

实验通过 E-prime 实现, 在电脑屏幕呈现。首

先呈现指导语, 正式实验开始前有 2 个 trial 的练

习。实验过程是被试会先看到注视点“+”, 同时听到

调节或观看条件的提示语 , 提示语界面呈现 2 s, 

被试需要根据声音想象实际情形, 然后呈现情绪图

片刺激 2 s, 在下一屏要求儿童对自己的情绪感受

强度(唤醒度)尽快做出评价, 采用 SAM1~7 级评定

(1 代表非常不强烈, 4 代表一般, 7 代表情绪感受非

常强烈), 随后呈现一幅风景画放松 2 s, 接下来进

入下一个 trial。实验程序如图 2 所示。待儿童熟悉

整个实验流程后, 提示儿童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注意

的集中, 进入正式实验。实验共计 75 个 trial, 每种

刺激条件各 15 个 trial。与最初的实验范式不同, 由

于先前 trial 中的情绪刺激和调节可能会影响后一

个 trial 的结果, 因此, 本研究的情绪材料呈现未采

用不同实验条件的完全随机模式, 而是以相同实验

水平的 trial作为一个 block, 以 block为单位随机呈

现(桑标, 邓欣媚, 2014), 避免了前面 trial 情绪刺激

引起被试的唤醒度对后面调节的影响。整个实验约

持续 25 分钟。 

2.2.5  结果与分析 

(1) 操作性检验 

在各种刺激类型下, 儿童的情绪刺激体验强度

评分(即唤醒度)如表 4 所示。 

为保证本研究中儿童对情绪图片刺激做出反

应, 首先对图片唤醒的操作性进行检验, 对观看条

件下正性和负性刺激分别与中性刺激唤醒度进行

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儿童正性刺激唤醒度

(t(75) = 3.00, p = 0.004)、负性刺激唤醒度(t(75) = 

5.47, p < 0.001)均显著高于中性刺激唤醒度, 从而

表明该实验中图片刺激的唤醒操作性良好。 

其次, 对指导儿童进行重评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分别对正性观看—正性向上、负性观看—负性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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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程序图 

 

表 4  情绪刺激唤醒度评分 M (SD) (N = 76) 

刺激类型 高抑郁组 低抑郁组 总体 

正性观看 4.03 (1.45) 3.53 (1.77) 3.77 (1.63) 

中性观看 2.61 (3.51) 2.34 (2.90) 2.47 (3.19) 

负性观看 4.18 (1.24) 4.76 (1.25) 4.48 (1.27) 

正性向上 4.76 (1.41) 4.42 (1.64) 4.59 (1.53) 

负性向下 3.96 (1.33) 3.72 (1.45) 3.84 (1.39) 

 

条件下的被试唤醒度评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

果表明, 正性向上重评条件下的唤醒度显著高于正

性观看条件(t(75) = –5.85, p < 0.001), 负性向下重

评条件下的唤醒度显著低于负性观看条件(t(75) = 

4.71, p < 0.001)。从而表明该实验中指导儿童进行

重评的操作性良好。 

(2) 抑郁对 8~12 岁儿童认知重评使用能力的

影响 

① 不同情绪刺激的即时调节效应的效应量分析 

参照桑标和邓欣媚 (2014)采用差异效应量

(Cohen’s d)对被试情绪调节策略的即时调节效应量

的分析, 以考察不同抑郁水平组儿童情绪调节策略

使用效果的区别。该指标反映了情绪调节效应大小

的度量, 即当个体想要使消极情绪降低时, 他们可

以将情绪体验降低到多平静的程度; 或者想要使积

极情绪增强时, 可以将情绪体验提高到多强烈的程

度, 反映了个体情绪调节目标的实现程度。效应量

计算公式为： 

Cohen’s d =
2 2

ER NO ER ER No ER– /( ) ( )/2M M SD SD  , 

其中 MER 和 MNO–ER 分别为各调节条件和观看条件

下唤醒度的均数值。 

如正性向上调节的效应量  = –(M正性向上调节  

2 2) )/ / 2(M SD SD正性观看 正性向上调节 正性观看 。各情绪刺

激即时调节效应的效应量计算结果如表 5。 

 

表 5  不同情绪刺激即时调节效应的效应量(Cohen’s d) 

情绪调节效应 高抑郁组 低抑郁组 

正性情绪向上调节 0.51 0.52 

负性情绪向下调节 0.13 0.77 

 

根据以往研究对差异效应量划分的准则(0.5 左

右为中等效应, 0.8 以上为大效应) (Cohen, 1988), 

除了高抑郁组儿童在负性情绪向下调节效应上属

于小效应以外, 其他条件下的即时调节效应都达到

了中等甚至接近大的效应量水平。 

② 不同情绪刺激的即时调节效应在不同处理

间的差异 

根据上述分析, 除了高抑郁组儿童在负性情绪

向下调节效应较小, 高、低抑郁组儿童在其他条件

下都具有中等甚至较大的调节效应量。接着采用情

绪调节效应来考察个体即时认知重评这一情绪调

节策略的使用效果, 情绪调节效应计算公式如下： 

正性情绪向上调节效应 = (正性向上调节–正

性观看)/正性观看×100 

负性情绪向下调节效应 = (负性观看–负性向

下调节)/负性观看×100 

效应得分越高, 代表被试能够对情绪进行相应

的调节, 重评的效果越好, 即当个体想要增强正性

的情绪时, 他们可以将情绪体验提高到多强烈的程

度。反之, 当个体想要减弱负性的情绪时, 他们可

以将情绪体验减弱到多平静的程度。 

儿童即时调节效应的描述统计如表 6。进一步

分别以两种调节效应做因变量 , 年龄做控制变量, 

进行 2 (抑郁水平：高、低) × 2 (性别：男、女)的两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对于正性情绪向上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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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即时调节效应的描述统计(N = 76) 

调节类型 抑郁组别 
男 女 总体 

M SD M SD M SD 

正性情绪 高 20.69 24.33 26.98 41.27 22.73 30.40 

调节效应 低 28.78 72.34 30.91 51.98 29.82 62.43 

 总 24.29 50.98 29.39 47.43 26.37 49.31 

负性情绪 高 –2.87 32.85 4.74 33.32 –0.40 32.73 

调节效应 低 21.47 23.89 18.12 15.32 19.84 19.98 

 总 7.95 31.38 12.94 24.32 9.98 28.64 

 

抑郁水平、性别的主效应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不

显著; 对于负性情绪向下调节, 抑郁水平的主效应

显著(F(1, 71) = 7.61, p = 0.007, ηp
2 

= 0.10), 性别的

主效应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方差分析结果说明在正性情绪向上调节的条

件下, 无论是高抑郁水平儿童还是低抑郁水平儿童,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能进行近似水平相应的重评 , 

也就是说各组儿童对正性情绪向上重评的能力无

差异; 而在负性情绪向下调节的条件下, 根据表 6, 

抑郁水平低分组(M = 19.84)儿童比抑郁水平高分组

(M = –0.40)儿童更能有效地按照要求进行相应的

重评, 且调节效应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即表明

高抑郁水平儿童对负性情绪向下重评的能力较差。 

2.2.6  讨论 

研究 1b 采用行为实验法测量 8~12 岁学龄儿童

认知重评的使用能力, 分析发现在一般学龄儿童群

体中, 抑郁水平仅对负性情绪向下调节的有效性影

响显著, 而对正性情绪向上调节的有效性无显著影

响, 即高抑郁水平儿童能够同低抑郁水平儿童一样

运用重评增强正性情绪, 但却难以运用重评降低负

性情绪。这说明抑郁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般

儿童群体认知重评的有效使用。结合研究 1a 可知, 

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抑郁水平对其认知重评策略的

使用倾向和有效性均存在影响。那么, 这一影响是

否会是由于抑郁个体在注意方面的偏向特征间接

导致的呢？因此, 研究 2 将进一步验证儿童情绪性

信息注意偏向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 

3  研究 2：悲伤面孔注意偏向的中
介作用 

3.1  被试 

随机选取某市某小学 8~12 岁小学生 90 人, 测

量其抑郁、认知重评使用倾向/使用能力以及注意偏

向。剔除在眼动实验中由于注意力分散等原因造成

的数据采样率小于 75% (王福兴 等, 2015)和未成

功校准的儿童 7 人, 以及未能准确理解认知重评实

验指导语的儿童 5 人, 最终保留有效被试 78 人, 男

生 35人, 女生 43 人, 被试平均年龄为 9.86 岁(SD = 

1.19)。所有儿童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3.2  实验材料与仪器 

抑郁、认知重评使用倾向的测量工具及认知重

评使用能力的行为实验如研究 1。 

采用改编版的点探测范式, 被动观看任务而不

使用按键速度作为评估注意的指标, 量化了整段时

间内尤其是刺激呈现早期的注意投入, 以更具生态

性的眼动技术测量 8~12 岁儿童对情绪信息的注意

偏向。实验材料所用的情绪图片均选自罗跃嘉等人

编制的中国情绪系统(CAPS)。根据以往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负性情绪只选取悲伤面孔 (Harrison & 

Gibb, 2014)。选择情绪图片库中愉悦度小于 4 分且

唤醒度大于 4分的悲伤情绪面孔 12张; 愉悦度大于

4 分且唤醒度大于 4 分的开心情绪面孔 12 张, 平衡

情绪面孔的性别。中性情绪面孔分别与悲伤和开心

情绪面孔相对应, 组成情绪面孔对, 平衡情绪面孔

的性别。实验中平衡了正/负性面孔和中性面孔的左

右位置, 共包含正性–中性情绪面孔对和负性–中性

情绪面孔对各 24 对、中性–中性面孔对 12 对, 情绪

面孔对各呈现 1 次, 共 60 个 trials, 均以伪随机的

方式呈现给被试(王福兴 等, 2015)。将实验材料划

分为两个兴趣区, 带有情绪色彩的开心面孔、悲伤

面孔作为目标刺激为独立兴趣区, 中性面孔作为分

心刺激为独立兴趣区。 

采用 Tobii Pro 眼动仪收集被试各注意偏向指

标的数据, 实验材料由眼动仪自带应用程序设置 , 

屏幕分辨率为 1920×1080。 

3.3  实验程序 

首先, 带领儿童被试了解该实验的具体过程和

内容。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使实验室内的光线等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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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保持恒定, 尽可能地控制无关因素的影响。适当

调整儿童座椅的高度, 并将儿童眼睛与屏幕的距离

调至约为 65 cm, 保证视线与屏幕的水平。此时告

知儿童不要随意晃动身体, 尽量控制眨眼次数, 然

后对儿童进行五点校准。实验采用五点校准, 若校

准不成功可调整后再次校准, 直至校准成功。其后, 

按照事先训练好的指导语向儿童说明其任务, 具体

指导语文字为：“首先, 老师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们

的游戏, 在这个游戏当中, 你会在屏幕的中心先看

到一个注视点‘+’, 当它出现的时候, 请你集中注意

力盯住它, 接着会出现一副图片, 里面包含两个面

孔, 当这张图出现的时候, 你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去

观看两个面孔就好, 很快会出现一张空屏, 接着再

会出现下一个‘+’。在看图片的整个过程中, 你需要

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头部不要随意动。如果

你理解了这个过程, 那接下来我们来练习几次吧。”

练习结束后, 询问被试是否了解了实验过程, 得到

肯定回答后, 按 p 键进行正式实验。该注意偏向实

验的流程图如图 3。 
 

 
 

图 3  注意偏向眼动实验流程图  

3.4  结果与分析 

结合研究目的, 采用以下眼动指标：(1)首次注

视潜伏期, 指被试从刺激呈现到第一次注视到一个

兴趣区的时间 , 时间越短表明目标越早被探测到 , 

反映了被试在刺激开始呈现时对于哪种情绪信息

最初的注意朝向。首次注视潜伏期偏向分数 = 中

性图片首次注视潜伏期  – 正 /负图片首次注视潜

伏期; (2)首次注视时间, 指进入目标兴趣区的第一

个注视点的注视持续时间, 该指标说明了被试对目

标物最初的注意维持, 若时间较长则表明被试在加

工早期难以将注意转移到其他刺激中, 即可能出现

早期注意解除困难。首次注视时间偏向分数 = 正/

负图片首次注视时间  – 中性图片首次注视时间 ; 

(3)总注视时间 , 指在整个加工过程中个体对目标

物总体的注意维持, 若对某情绪刺激的总注视时间

较长, 则表明被试在整个加工过程中对该效价的情

绪刺激存在持续性注意或称为注意解除困难。总注

视时间偏向分数 = 正/负图片首次注视时间 ÷ 该

trial 中注视两个图片的总时间(寇慧 等, 2015)。 

首先, 对研究中的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

分析, 发现性别与各变量间无显著相关, 而年龄和

焦虑与某些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结果如表 7 所

示)。接着将儿童性别、年龄与焦虑作为协变量, 进

行各主要变量间的偏相关分析, 结果仍表明儿童的 

 

表 7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表(N = 78)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sex 1             

2 age –0.05 1            

3 Anx –0.01 –0.05 1           

4 DE –0.12 0.02 0.42*** 1          

5 CR 0.13 0.06 –0.43*** –0.61*** 1         

6 puCR –0.09 –0.07 –0.05 –0.10 –0.02 1        

7 ndCR –0.01 –0.02 0.05 –0.10 0.06 –0.01 1       

8 TsAB –0.09 –0.27* 0.05 0.17 –0.05 –0.01 0.02 1      

9 TpAB –0.01 –0.10 0.11 0.04 0.005 –0.15 –0.07 0.15 1     

10 DsAB –0.06 0.23* 0.02 0.06 –0.11 0.19 0.16 0.11 0.11 1    

11 DpAB –0.01 0.14 0.25* 0.13 –0.05 –0.08 0.07 –0.10 –0.12 –0.01 1   

12 TTsAB –0.17 0.003 0.23* 0.40*** –0.43*** 0.08 0.06 0.26* 0.14 0.20 0.05 1  

13 TTpAB 0.04 0.18 –0.23* –0.20 0.15 –0.06 –0.10 –0.12 –0.04 0.06 0.02 –0.63*** 1 

M — 9.99 21.80 11.71 30.27 0.39 0.10 0.17 0.13 0.01 –0.01 0.49 0.52 

SD — 1.34 15.15 7.99 7.08 0.57 0.29 0.17 0.18 0.08 0.08 0.07 0.06 

注：* p < 0.05; *** p < 0.001。1 sex 性别; 2 age 年龄; 3 Anx 焦虑; 4 DE 抑郁; 5 CR 认知重评使用倾向; 6 puCR 正性向上重评; 7 ndCR

负性向下重评; 8 TsAB 对悲伤面孔的首次注视潜伏期偏向分数; 9 TpAB 对开心面孔的首次注视潜伏期偏向分数 ; 10 DsAB 对悲伤面

孔的首次注视时间偏向分数 ; 11 DpAB 对开心面孔的首次注视时间偏向分数 ; 12 TTsAB 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时间偏向分数 ; 13 

TTpAB 对开心面孔的总注视时间偏向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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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模型中各研究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N = 78)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回归系数显著性 整体拟合指标 

Beta t R R2 F 

TTsAB 焦虑 0.08 0.67 0.40 0.14 7.26** 

 抑郁 0.36 3.13**    

认知重评使用倾向 焦虑 –0.19 –2.02* 0.67 0.42 19.83*** 

 抑郁 –0.45 –4.41***    

 TTsAB –0.21 –2.22*    

注：TTsAB 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时间偏向分数。模型中各变量均通过标准化处理后带入方程。 

 

表 9  注意偏向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95%下限 95%上限 占总效应比率 

总效应 –0.52 0.10 –0.72 –0.33  

直接效应 –0.45 0.10 –0.65 –0.25  

间接效应 –0.08 0.03 –0.14 –0.03 15.38% 

 

抑郁与认知重评使用倾向显著负相关(r = –0.52, p 

< 0.001), 与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时间偏向分数呈

显著正相关(r = 0.33, p = 0.004), 与正性向上、负性

向下认知重评效应以及其他注意偏向分数均无显

著相关; 认知重评使用倾向与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

时间偏向分数呈显著负相关(r = –0.37, p = 0.001), 

与其他各指标也无显著相关。 

从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只有儿童抑郁、悲伤面

孔的总注视时间偏向分数与认知重评使用倾向之

间均存在显著的两两相关, 为了进一步考察三者之

间的关系, 根据研究假设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

分位 Bootstrap 法, 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宏程

序, 进行 5000 次自抽样检验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时

间偏向分数在抑郁与认知重评使用倾向关系上的中

介效应, 在该检验中控制了儿童焦虑情绪的影响。 

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显示, 抑郁能显著正向预

测儿童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时间偏向分数。当儿童

抑郁和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时间偏向分数都进入

回归方程时, 抑郁和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时间偏向

分数都能显著负向预测儿童认知重评的使用倾向

(如表 8), 且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

为不包含 0 ([–0.14, –0.03]),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 

中介作用路径图如图 4。因此, 对悲伤面孔图片刺

激的总注视时间注意偏向分数在儿童抑郁与认知

重评使用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比例为 15.38% (详见表 9)。 

3.5  讨论 

研究 2结合眼动技术测量了儿童对情绪性信息

的注意偏向, 包括正性信息和负性信息的各注意偏  

 
 

图 4  注意偏向在抑郁和认知重评使用倾向间的中介作

用路径图 

 

向成分, 其中与儿童抑郁关系密切的成分是对悲伤

情绪面孔的注意解除困难, 该成分作为抑郁与认知

重评使用倾向关系的中介作用机制而存在。此外 , 

儿童的抑郁、正性信息、负性信息各注意偏向指标

与认知重评的使用能力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4  总讨论 

通过考察 8~12 岁儿童抑郁与认知重评情绪调

节策略的关系以及情绪信息注意偏向在二者关系

中的机制作用, 发现儿童抑郁水平的确会影响其认

知重评的使用, 无论是日常使用的倾向方面还是使

用重评的能力方面, 但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中介作

用仅表现在抑郁和认知重评使用倾向的关系中。 

研究 1 从认知重评的两个方面探讨了 8~12 岁

学龄儿童抑郁的作用。研究 1a 发现抑郁水平越高

的儿童, 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越不倾向于使用认知重

评策略, 即使用认知重评的频率越低, 验证了假设

1, 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张少华 等, 2020; Joormann 

& Gotlib, 2010)。同时, 为以往研究者的观点提供了

一定的实证支持, 即在前青春期儿童、青少年及成

人群体中抑郁症状与认知重评之间均存在十分稳

定的负性关系(Kudinova et al., 2018)。在日常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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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过程中, 抑郁情绪越高, 儿童的消极自动思维

可能使其更倾向于使用反刍等非适应性策略(Ehring 

et al., 2010), 对外界刺激的理解、解释或看法难以

改变, 从而更不倾向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研究 1b

发现高、低抑郁组儿童均能够运用重评策略增强自

身的正性情绪; 与高抑郁组儿童相比, 低抑郁组儿

童更能够有效地运用重评策略降低自身的负性情

绪。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抑郁个体在加工负

性情绪刺激方面能力受损的观点(D’Avanzato et al., 

2013), 部分验证了假设 2。以往多有研究表明, 抑

郁个体表现为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如, 成人控制组

的积极情绪向上调节和消极情绪向下调节的调节

效应均显著大于抑郁症组(Greening, et al., 2014); 

认知重评使用有效性的 fMRI 研究发现患有抑郁症

的儿童与健康学龄儿童在左额下回的神经反应上

存在显著差异(Belden et al., 2015), 但该研究仅考

察了两群体对悲伤这一消极情绪进行调节的差异。

然而, 也有研究发现抑郁患者与正常个体一样, 能

够使用认知重评策略有效地向上调节正性情绪(王

晓霞 等, 2015); Quigley 和 Dobson (2014)采用电影

片段诱发悲伤情绪并指导大学生被试在观影过程

中进行认知重评, 结果发现抑郁组和非抑郁组被试

负性情绪的变化程度无显著差异。回顾以往研究 , 

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中抑郁对认知重评使用能力

的影响性考察相对较缺乏; 此外, 研究结果的不一

致性也启示我们, 未来应同时采用不同的实验范式, 

从行为、脑功能差异等角度探究不同抑郁程度的儿

童青少年群体认知重评策略使用能力上的差异。需

要肯定的是, 本研究得到的结果表明抑郁的确影响

了 8~12 岁学龄儿童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Beck 的

认知理论假设个体消极的自动思维是抑郁症状更

加核心的认知过程, 并得到了跨越四大洲的国际研

究支持(Mahali et al., 2020)。 

结合研究 1 中的两个子研究结果, 在一般儿童

群体中抑郁与认知重评使用倾向的关系非常密切 , 

但对认知重评使用能力的影响相对有限。尽管研究

1b 中儿童对负性情绪向下调节效应在高、低抑郁组

间存在显著差异, 但效应量较小。此外, 研究 2 的

相关分析结果虽然支持了研究 1a, 但也显示儿童

抑郁与反映认知重评使用能力的两种效应之间均

未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鉴于 McRae 等研究者

(2012)提出, 常使用认知重评的个体 , 重评能力不

一定好; 而较少使用重评的个体, 重评能力可能也

很强。而本研究抑郁与儿童认知重评使用倾向和使

用能力关系的确表现不一致：抑郁水平高的儿童 , 

虽然更不倾向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但其重评能力

不一定差。对此,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1) 8~12 岁学龄儿童的认知重评能力仍在发展中 , 

尚不成熟(Liu et al., 2019), 这可能影响抑郁与认知

重评能力的关系; (2)个人特质会影响个体情绪调节

的有效性, 如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在使用认

知重评策略时的效果将弱于不倾向于使用表达抑

制者(周济全, 2016); 而倾向于使用认知重评的个

体, 能够更有效地使用认知重评降低自身的负性情

绪(Ortner et al., 2016)。由此可知, 抑郁与认知重评

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 未来可在更

大样本中考虑认知因素、特质性情绪调节等相关调

节变量后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研究 2 发现对正性、负性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

各项指标中, 与儿童抑郁密切相关的注意偏向指标

是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时间偏向分数, 即对悲伤面

孔的总体注意维持, 支持了以往大多数研究的观点

(张红 等, 2014)：抑郁个体的注意偏向更可能发生

在注意停留和转移阶段, 而不是注意的早期定向加

工阶段。具体而言, 抑郁水平高的儿童并不是自动

注意到外界的负性刺激, 而当负性信息一旦引起了

注意 , 他们的注意解除便十分困难 (Joormann & 

D’Avanzato, 2014), 也即证实了儿童抑郁水平越高, 

对悲伤情绪刺激的特异性注意偏向越明显(Hankin, 

et al., 2010)。但此结果也与部分研究不同 , 如

Harrison 和 Gibb (2014)的研究发现 8~14 岁临床抑

郁组儿童(19 名)比非抑郁组儿童(21 名)花更少的时

间观看悲伤面孔, 虽然这一研究也采用自由观看的

眼动任务 , 但每个实验试次呈现时间相对较长

(20 s), 且会同时呈现快乐、悲伤、愤怒和中性四种

效价的情绪面孔, 各种效价刺激的注意资源之间存

在更大的竞争。在样本性质和研究范式上的不同可

能导致其结果与本研究 2 不一致。因此, 为了更科

学、严谨地明确抑郁个体注意偏向的方向问题, 未

来研究可在充足样本量的基础上, 对不同抑郁程度

(如重度抑郁、轻度抑郁、抑郁症状)的各大样本群

体、采用多种任务范式展开更广泛的探讨。 

此外, 研究 2 的结果还表明, 无论是悲伤面孔

还是开心面孔的首次注视潜伏期和首次注视时间

偏向分数与儿童抑郁、认知重评使用倾向均无显著

相关, 仍只有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时间偏向分数与

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且在二者的关系中起到中

介作用, 即抑郁通过影响儿童对悲伤面孔的总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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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继而影响其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根据 Beck 

(1976)的抑郁认知理论 , 在加工信息过程中 , 高抑

郁水平儿童的消极认知图式会引导其注意悲伤面

孔信息, 由于情绪一致性效应, 对该负性信息表现

出注意解除困难 , 这将进一步增强其不合理信念

(De Raedt & Koster, 2010), 原始潜在的消极图式以

非逻辑推理为特征的自动思维出现, 从而对外界刺

激进行持续的消极评价(Wright & Beck, 1983), 使

其难以改变自身的理解、解释或看法。由此, 抑郁

水平越高的儿童可能会更倾向于习惯性地使用反

刍等非适应策略, 而较少地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该

研究结果很好地验证了悲伤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

是 8~12 岁儿童抑郁与认知重评使用倾向关系中的

重要作用机制。 

本研究在以往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横向设计探

讨了儿童抑郁和认知重评的关系以及注意偏向在

二者关系上的中介作用, 而关于抑郁与认知重评、

抑郁与注意偏向究竟孰因孰果以及基于三个变量

可构建的其他模型是否成立等问题未能给出明确

定论; 其次, 本研究也仅考察了儿童性别、年龄等

人口学因素, 尚未考虑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经济

地位等其他人口学因素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

响。因此, 未来有必要开展相关的纵向研究, 同时

全面考察重要的人口学特征变量的作用, 通过交叉

滞后等实验设计对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可能

的作用模型进行细致地探讨, 得出更加丰富的指导

性结论。此外, 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够减少儿童

的问题行为, 使其得到更好的同伴关系, 对其社会

适应及心理健康都有积极的重要影响 (刘方  等 , 

2019)。因此, 我们要更加关注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 

从情绪调节干预的角度 , 改善儿童的情绪调节能

力、降低发生问题行为的风险。 

5  结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 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 抑

郁水平越高的 8~12 岁儿童越不倾向于使用认知重

评策略; 抑郁对儿童认知重评使用能力也存在一定

的消极影响; (2) 与抑郁关系密切的情绪性注意偏

向成分是对悲伤面孔的注意解除困难; (3) 悲伤面

孔注意解除困难在儿童抑郁与认知重评使用倾向

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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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ypical negative emotion, depression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vidual’s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social functions. Cognitive impairment is common in depressed individuals with its main 

characteristic being emotional disorder. Based on Beck’s cognitive theory of depression and Gross’s progr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 ession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ies and its mechanism in children aged 8~12 years.  

Study 1a measured depression, anxiety, and the tendency of daily u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in 

504 childre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After controlling gender, age and anx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depression and the tendency of u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was investigated. Following the suspected 

depression screening criteria, Study 1b selected 43 children as the high depression group from Study 1a and 

matched them with another 43 children as the low depression group.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gender, age, and 

anxiety leve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n a behavioral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on these 86 children to 

measure the ability of u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The purpose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depression 

on the ability. Study 2 further explored this topic by randomly selecting 90 children and assessing their 

depression, the tendency and the ability u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attention bias to emotional faces 

combined with eye movement technology. The purpose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attention bia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the two aspect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epress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the use tendency of u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among 8-12 years old children; (2) for the reappraisal effect of the up-regulation of 

positive emotion in children, the main effects of depression, gender,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re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reappraisal effect of the down-regulation of negative emotion, the main effect of depression 

was significant, but the main effects of gender and depression-gender interac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 (3) 

depress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total gazing time bias score of sad faces, and the total gazing 

time bias score of sad faces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hildren's depression and the tendency of u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The hypotheses of this study were well verified by these results.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ed the influence of depression o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functions among 

school-age children, and also supported the view of previous studies that the attentional disen gagement of sad 

emotional stimuli is the attention bias component that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rather than the original 

attentional orientation. In addition, depression can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daily use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in children through the attention bias for sad expression.  

Key words  children, depression, the tendency of u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the ability of using cognitive reappraisal, 

attention bias to sad faces 


